第十七條：　對私生活、家庭、住宅、通訊、名譽及信用的保護





302.		《基本法》第二十九條保證了香港居民的住宅和其他房屋不受侵犯，同時亦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侵入居民的住宅和其他房屋。





303.		《基本法》第三十條進一步保證，香港居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公共安全和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而由有關機關依照法律程序對通訊進行檢查外，任何部門或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居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





304.		此外，《人權法案》第十四條(相當於公約第十七條)亦保證對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通訊、名譽及信用作出保護。





個人資料私隱





305.		一如上次報告第197段所透露，《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已於一九九五年八月制定，而其主要條文亦已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起實施。





306.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是根據國際廣泛接受的保護資料原則，對政府和私人機構在收集、持有和使用個人資料等方面作出法定管制。該條例適用於一切在合理並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可予查閱的個人資料，而不論該等資料是以電腦、人手(例如編寫檔案文件)，或錄像/錄音帶形式貯存。





307.		為推廣和執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條例規定當局須設立一個獨立的法定主管當局，即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私隱專員)，並賦予適當的調查和執法權力。一九九六年八月一日，當局委出了首任私隱專員，並成立有33名職員的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私隱專員公署)，以協助私隱專員履行職務。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一九九八年六月三十日期間，私隱專員公署共接獲419宗有關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投訴，以及22,826宗與該條例有關的查詢。





308.		為協助各界人士遵守條例的規定，私隱專員已審批和發出了兩套實務守則，就有關事宜提供實務指引。一套是《身分證號碼及其他身分代號實務守則》，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發出；該守則對個人身分代號的收集、使用、披露、保留及其他事宜作出規管。以香港來說，香港身分證號碼便是最常用的個人身分代號。另一套是《個人信貸資料實務守則》，在一九九八年二月發出；該守則就有關機構在提供個人信貸諮詢服務時對個人資料的使用訂立基本規則，並增加這方面的透明度。





309.		私隱專員公署自一九九六年八月一日成立以來，一直積極促進社會大眾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認識，使他們能遵守法例的規定。一九九七年，私隱專員公署舉辦了一項大型宣傳運動，向市民介紹《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對個人權利所提供的保障。一九九八年，私隱專員公署會重透過舉辦簡介會、研討會和編製指引等，加強對資料使用者的教育。





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決定不提出檢控的個案





310.		一九九八年二月，私隱專員把八宗涉嫌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個案轉介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考慮。刑事檢控專員根據既定的刑事檢控政策1研究有關個案，並考慮證據是否充份和公眾利益等因素後，決定不提出檢控。在這些個案中，涉嫌違例者的身分並非是考慮因素之一。不過，有論者認為部決定有欠公允，他們認為刑事檢控專員是基於政治考慮，包括所涉及人士的身分，才作出有關決定，因此要求當局公開披露箇中原因。





311.		然而，律政司卻認為不宜向外界披露決定不檢控的確切理由，因為這會導致公眾爭論案件當事人是否有罪，同時亦會令所涉及人士感到受傳媒定罪及備受輿論譴責。由於他們沒有機會接受法院正式審訊，因此根本沒有機會作出辯白，此點是律政司所不支持的。





法律改革委員會對私隱問題所作的研究





312.		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曾發表兩份有關私隱問題的報告書。首份報告書導致當局制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法改會轄下的私隱問題小組委員會(私隱小組)現正研究的課題有：“纏擾行為”2、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如何規管傳媒的侵犯私隱行為，以及非法監聽或監視的刑事制裁。





313.		一九九八年五月，私隱小組發表了一份纏擾行為的諮詢文件，有關研究結果及建議載於該諮詢文件的“摘要”(附件13)。市民有兩個月時間就有關建議提出意見。私隱小組考慮各方面的意見後，便可歊定是項研究的結論和建議。





314.		到了一九九八年年底，私隱小組會就“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包括監聽監視所涉及的民事責任)，以及如何規管傳媒的侵犯私隱行為發表諮詢文件。一俟有關傳媒侵犯私隱的報告書定稿後，私隱小組便會就非法監聽或監視的刑事制裁提出最後建議。


�
《截取通訊條例》





315.		執法機關必須嚴格遵守法例的規定，才可截取通訊。有關的法律條文，包括《電訊條例》(第106章)第33條3，以及《郵政署條例》(第98章)第13條4。當局已設有保障措施，確保這項權力不被濫用。有關措施包括 －





	(a)	截取通訊的行動必須由政府最高層授權執行；及





	(b)	執法機關受到常規及指引所約束，該等常規及指引對取用所截取的資訊，作出嚴格管制。





在上次報告的審議結論第18段，委員會表示關注到“此等條例或會被人濫用，致使個人私隱受到侵犯，因此有迫切需要修訂有關法例。”





政府就《截取通訊條例草案》發表的諮詢文件





316.		一如上次報告的補充報告第54段所透露，法改會已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發表《私隱權：規管截取通訊的活動研究報告書》。一九九七年二月，政府發表了有關截取通訊活動的白紙條例草案，就採用司法手令制度規管截取通訊活動的建議，徵詢公眾的意見。這些建議都是根據上述法改會報告所提出的建議而制訂的。白紙條例草案發表後，引起了社會廣泛的關注，紛紛提出意見。政府現正根據諮詢期間所收集的意見和《基本法》第三十條所提供的指引，修訂原先的建議。





《截取通訊條例》未予實施





317.		《截取通訊條例》是前立法局於一九九七年六月通過的一項議員條例草案。該條例在草擬階段並沒有諮詢政府當局的意見，而且一旦實施，部分條文將會嚴重影響執法機關打擊罪行的能力。舉例來說，其中一項條文規定，執法機關只獲准續領截取通訊手令一次，加上所續領手令的有效期僅得90日，這會大大影響執法機關，令其無法處理某些嚴重罪案(例如綁架和洗黑錢)，因為這些罪案的調查工作往往需時甚久。因此，政府未有指定條例的生效日期5，並正仔細評估該條例的影響，以決定未來路向。





保障囚犯的通信權利





318.		在上次報告中，我們把這個題目放在第十條下(即該報告第132段)論述。經研究後，我們認為這問題主要是關乎私隱權，因此現決定改在本條下論述。





《1997年監獄(修訂)規則》





319.		在上次報告中，我們曾提及當時的《監獄規則》第47條只容許囚犯與其親友通信，而且也限制了囚犯每星期寫信的數目。鑑於上述限制與《人權法例》第二十二條並有所抵觸(該條賦予公約第十七條在香港施行的效力)，我們遂建議撤銷《監獄規則》第47條對囚犯施加的限制，而當局亦已於一九九七年刪除有關限制條文。





320.		一般來說，囚犯現在寫信的數目已無限制，他們也可隨意與任何人通信6；不過，根據《監獄規則》第47A(5)條的規定，懲教署監督仍有權為了維持監獄內的保安、秩序及紀律而截留囚犯的信件。懲教署人員可在高度設防監獄閱讀囚犯的信件；同時，在若干情況下7，懲教署人員也可在其他監獄這樣做。不過，囚犯與行政長官、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市政局議員、區域市政局議員、區議員、巡獄太平紳士、申訴專員和廉政專員的往來通信，懲教署人員一律不得閱讀。





1	刑事檢控政策會於下文第二十六條下第507至511段進一步論述。





2	“纏擾行為”可界定為針對另一人的一連串持續不斷的行為，而這些行為在經過某段時間之後的整體效果會對當事人構成騷擾。


3	《電訊條例》第33條訂明：“每當行政長官或獲行政長官為此而一般地或就任何個別情況授權的任何公職人員認為為公眾利益起見而有此需要，可命令不得發送已帶來以藉電訊發送的任何訊息或任何類別的訊息，或命令截取或扣留或向政府或該命令所指明的公職人員披露已帶來以藉電訊發送，或已藉電訊發送或接收或正在藉電訊發送的任何訊息或任何類別的訊息。”


4	《郵政署條例》第13條訂明：“(1)布政司可批出手令，授權郵[政署署]長，或授權任何或所有郵政署人員開啟和延遲處理任何指明郵包，或任何指明類別或不論任何類別的所有郵包。(2)[郵政署]署長可就任何郵包的處理，延遲一段為根據本條取得手令而合理地需要的時間。”


5	《截取通訊條例》第1(2)條訂明，該條例由行政長官（相當於前香港總督）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6	不過，這也有一些例外情況，舉例來說 －


	(a)	除非囚犯已事先獲得監督的批准，否則他不獲准許發出信件予另一名囚犯或收受另一名囚犯的來信；


	(b)	如監督合理地相信某信件會對任何個人的人身安全或對監獄的保安、秩序及紀律造成威脅，則囚犯不獲准許發出該信件予任何人或收受任何人的該來信。


7	舉例來說，這些情況包括：監督合理地認為閱讀該信件有助於防止或偵查刑事活動或對抗任何對監獄的保安、秩序及紀律的威脅或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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